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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

中国２０世纪初期隐逸文学与佛教的关系①

高传华，杨洪丽
（山东体育学院 办公室，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２）

摘　要：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上承古代隐逸文化传统，下接当下文学风尚。它承载了
多重的文化意义，为文学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和研究可能。隐逸派作为现代文学的典型存在，与佛教存在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研究为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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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的隐逸思想、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中华民族

自文明诞生之初，就孕育着出世与入世、消隐与进取的矛盾，彼此消长。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所谓隐逸，就是士阶层中的某些人，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悖离，或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超然出

世，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行为和心态。据传上古时期就有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士，春秋时期，道家、儒家

的一些经典为隐逸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魏晋玄学的兴盛使隐逸文化走向成熟。此后尽管各个朝代的

隐逸方式、途径不断发生变化，但隐逸文化传统却顺承下来。隐逸文化带给士人们人格的解放和自由的

获得，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审美潜力，隐逸文学则彰显了文学的休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

本质的回归。

在漫长的文化嬗变中，由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隐逸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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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一些隐士或者有心归隐的人借助于自然田园、名山大泽等退隐之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隐逸文化

和隐逸文学，如老庄道家文化、禅宗文化、陶渊明的田园诗歌等。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现代工业对自然环境的侵蚀越来越严重，河流

污染、雾霾天气、食品毒素等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因为人口的大量繁殖，社会关系不断

细密化，人际交往和活动范围远比古代时期要复杂、宽泛、难以处理得多。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现代人逐

步反省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比如卡夫卡、萨特等。但是从整体上看，作为个体的人又无力对

抗社会发展的大势，在日益增高、繁密的高楼大厦和街道车流中，人自身愈显得渺小无助。于是人在越

繁华的地方反而越显得孤独，在来来往往的车溪人流中、在鳞次栉比的宾馆大厦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渴望寻找家园的人们于是便把隐逸当作是一种潜在的愿望和梦想，并催生了一些隐逸现象和隐逸行为。

近些年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或逃离“北上广”，回归故乡过平淡的生活；或到闹市的郊区开辟属于自己

的园地，过“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更有甚者，有的人竟然像古人那样落发为僧或隐身于名山大川。

在２０世纪初期，苏曼殊、李叔同削发为僧，黄宾虹多次隐于峨眉山、雁荡山等名山。２１世纪初直到现
在，仅仅在终南山就有数以千计的“隐士”隐身其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很显然，隐逸在现代社会绝

不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

一　现代隐逸诞生的背景及意义
和任何朝代的更迭所带来的遗民现象一样，２０世纪初期辛亥革命使古老的中国从古代走向现代，

不仅留有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也产生很多隐士或者有隐逸特征的士人。其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

程中，伴随着机器洋房的产生，沉静安详的田园社会被打破，很多世世代代守护故土的乡绅士子被迫离

开了自己的家园。尤其是近３０年，文明的喧嚣遍及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遥
远的天涯变成咫尺之间，连神秘的西藏都通上了高速列车。

所有这些仿佛都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赖以隐居的物质场所，但恰恰相反，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沉重的生

存压力反而更引发了人们对于隐逸的渴求和梦想。况且隐逸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集体无意识早已沉淀

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近年来，穿越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穿越类文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占据了畅

销书的前几名，这正说明了人们在现实中进退失据的一种无奈的窘境。就像鲁迅在绍兴会馆抄魏碑的

那１０年，“回到古代去”，其实也是一种隐居。在当代，选择隐居的人们也不在少数。著名的隐居圣地
终南山，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和台湾、日本、韩国的隐居者在此隐居修行，他们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一

理想。追求隐逸的人群集中在８０年以前出生的几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安静祥和的农村，来到文
明繁荣而物欲横流的城市，因而内心深处有着回归自然和归根故乡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隐逸

的愿望也会越老越强烈，因而说隐逸不仅是一种文化心理，也是一种生活和精神追求。

就隐逸行为来说，隐逸可以避开主流文化的侵蚀而保留自己的精神家园，并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和修复。此外，隐逸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它更是许多文人学士渴望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和

审美主张，是追求优雅、安静、平和的人文精神的表现，是边缘的、独立的审美境界体验［１］。在文化导向

和文学潮流之外，还是一种人生态度。在中国最早的思想源头上就存在着对于隐逸的追求，陶渊明、孟

浩然、林逋等都是杰出代表。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沈从文、汪曾祺、阿城等开创了

现代隐逸的传统，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隐逸文学作品，它们的存在，已经不仅是个体现象，同时也是一

种文化和社会现象。

从隐逸文化来说，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它上承古代隐逸文化传统，下

接当代文学风尚，承载了多重的文化意义［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和实践者的周氏兄弟，均对隐

逸文学极为兴盛的魏晋有着极深的研究，尤其是周作人和其弟子废名、俞平伯，更是现代隐逸文学的开

拓者和践行者，甚至是与周作人有极大关系的京派文学，都有着浓厚的隐逸倾向。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

文及其学生汪曾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两次隐逸文学的勃兴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沈从文
在他的笔下营造了迷人的湘西世界，还有其他作家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了对隐逸理想的追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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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隐逸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弹性心态和纷繁生活中的调节。

当代中国处在经济繁荣、文化众声喧哗的时代，隐逸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追求，丰富了现代文化传统，

对现代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探讨可以更好地了解隐逸文化的精粹。现代隐逸文学的艺术审美则给人

们带来了人格的解放和自由的生活状态等精神价值，并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现代隐

逸文学成为一个流派和一种文学现象，并影响着当下的文学风尚，它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深

度，既有认识论的价值，也有方法论的价值。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在构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时期，梳理回味一下传统民族的文化和心理，也许能不无启迪。

二　２０世纪初期的现代隐逸文学
所谓隐逸文学，就是由隐逸文士及有归隐倾向的羡隐文人共同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它既包括隐

逸文人本身，也包括了他们与“隐逸”相关的物质性实践与精神性实践。换言之，作家本人的隐逸以及

有着隐逸倾向的作品———包括渗透于其中的隐逸理论和隐逸精神，都可归于隐逸文学的范畴［３］。古代

隐逸文学先后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了

不同的表现形态。

现代隐逸现象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很多士人由于各种原因

选择了隐逸的生活，最为知名的如苏曼殊、李叔同、黄宾虹等。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作为近代作家、诗
人、翻译家，擅长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创作了《断鸿零雁记》等风靡一时的言情文学，他１２岁时便在广州
长寿寺剃度出家，受具足戒，嗣受禅宗衣钵，并于１９０３年在惠州正式出家为僧。李叔同（１８８０－１９４２）
即弘一大师，是现代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兴佛教南山律宗；黄宾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山水画

画家，他一生多次在黄山、华山、雁荡山等名山大川隐居。苏曼殊、李叔同、黄宾虹等近代知识分子延续

了中国几千年的隐逸传统，并对当时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

现代隐逸文学则出现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碰撞、对比、汇合的背景

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之初，各种主义、思潮、学说蜂拥而入，知识分子共同

致力于西洋文明的输入，致力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没有出现明显的文化立场的对峙和交锋。但“五

四”文学革命的高潮消退之后，潜隐在文学世界的分歧渐渐凸显出来，文化阵营出现了分化重组，伴随

着“五四”的落潮，困倦、彷徨成为时代的普遍精神征候，理想破灭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４］。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倾知识分子依然坚守文化的激进主义，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另一批文人逐渐离开了

主流文学阵营表现出逃离意识形态的“出世”姿态，在文学上向隐逸文学传统靠拢，给二三十年代的现

代文学染上了浓郁的隐逸色彩。作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周作人的这一退

隐姿态和退隐而作的大量闲适小品文，引发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

的流派———“隐逸派”［２］。

“隐逸派”文学发韧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从周作人２０年代初提出“美文”的概念并孜孜于“美文”创
作，到《语丝》后期周作人作为“叛徒”的浮躁凌厉之气渐渐消退而作为“绅士”的隐逸之风日渐抬头，许

多充满闲适味的小品文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在周作人的影响下，许多作家纷纷开始了冲淡平和之文

的创作。“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流派的形成，不是

由于作品形式上‘冲淡和平’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那是必然的，在新旧势力对立到尖锐

的时候，就是正式的走向肉搏的时候，有一些人，虽也希求光明，但怕看见血腥，不得不退而追寻另一条

安全的路。这是周作人与鲁迅思想所以后来分裂了的原因，也是周作人一派的小品文获得生存的基本

的道理。”［５］７９

“隐逸派”文学的发达期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五四”运动落潮后，革命陷入低谷，尤其是１９２７年
大革命的失败使许多文人对现实极端失望，他们躲进山林、庙堂以及书斋，用手中的笔追忆着久已失落

的传统理想，泼墨于自我的性灵与情调。周作人、林语堂、陶亢德、废名、俞平伯、毕树棠、老向等创作了

一大批平和冲淡、悠然闲适的散文小品，由此出现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闲适小品高

８２１



第１７卷 高传华，等：中国２０世纪初期的隐逸文学与佛教的关系

潮［６］。就这样，“隐逸派”文人以周作人所住的八道湾苦雨斋为中心，以《骆驼草》《宇宙风》《人间世》等

杂志为阵地，带着冲淡、闲适的趣味主义姿态和隐逸文化气息开始了他们的散文创作，并不断向小说、诗

歌、文学评论等其他体裁渗透。“隐逸派”逐渐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拓的体系，“隐逸派”文学也因此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

现代隐逸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周作人、废名和俞平伯，他们都经历了从青年的积极入世到中年的退隐

出世的转变。

周作人是现代隐逸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平淡质朴略带苦味的小品文也成了隐逸文学的某种典范。

从周作人散文创作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是从“叛徒”式散文到“隐士”式散文的转变。“五四”退潮后，

周作人的叛逆性逐步减灭，而隐逸性与日俱增。大致在３０年代中期以后，周作人退居于书斋之中，不问
世事，生活视野狭窄；与此同时，语言功力却逐渐炉火纯青，风格古雅遒劲的一类，逐渐形成为一种隐逸

的文学品格。在他的小品文中，贯穿着一种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和闲适隐逸的生活情趣。讲茶道、行

酒令、谈棱角、记鸟声、赋草木、写虫鱼，在琐细物事的记叙中涉古猎今，率性而谈。例如他的《乌蓬船》

有着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故乡的野菜》则有着质朴的乡野之趣、《喝茶》更是蕴涵着优雅闲适的士大夫

情调。周作人的这种关注生活琐事的选材角度和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对现代小品文的发展产生了直接

而深远的影响。

隐逸文学小品文的另一个实践者是俞平伯。作为周作人的弟子兼同事，俞平伯在与周作人长期的

交往中受到周作人的直接影响。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立志“闭户读书”，以“苟活于乱世”。他蛰居

苦雨斋内，与外界来往极少。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弟子的交往却日益密切。周作人与俞平伯不仅经常见

面，而且时有书信沟通；先后共同为《语丝》撰稿，筹办《骆驼草》杂志等。从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俞平
伯的《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等先后出版，在俞平伯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

种空灵和朦胧的意境，这种与众不同的意境带给读者一种远离现实的沉思和感伤，这种风格具有一种闲

适的、充满着趣味性和琐碎的美感，丰富了隐逸小品文的表现内容和审美形式。

隐逸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废名（１９０１－１９６７），原名冯文炳，他在思想和文学意识、文学表现上
的隐逸性更为强烈和明显，他是真正实行“隐居”的，住在北平时，废名就隐居西郊农家读李义山诗，读

老子庄子，渐及佛经，终于“悟道”，抗战时更是隐于故乡黄梅，不问世事。废名的代表性作品是《竹林的

故事》《桃园》《桥》等，废名的小说从题材上看是远离现实人生和当时社会问题的，尤其是后来几乎找不

到作家对社会的哀愁和抗议，他在小说中描摹了一幅幅静美的中国乡村画，他笔下的人物多是老人、孩

子或者天真少女，他们单纯、质朴，少受尘世污染，更具自然本性，在平静的简单宁静中守卫自己的本心

和真心，就像《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一样，处处透露出一种不尚浮华、健康自然的美，正如她所生长

的那片竹林一般淑静清纯，使那些习惯了城市美女的那种千娇百媚、锦衣粉泽的人们在隐逸的平淡中感

受出别有一番超凡脱俗的诗意美。在安静中弥漫着一种孤独、清冷的氛围，透露出一种孤寂之感，在作

品中表达了对自然、人生的直觉与感悟，从中可以感受废名叙事框架、意象、文体等独特的生命哲学以及

深厚的哲学意蕴。他的这些小说大多可以说是对生命本体的阐释，也是他体验人生的独特方式。虽然

废名的这种寄情山水的方式与古代隐士相比大有不同，古代的隐逸，因为与大自然有比较多的亲密接触

的机会，其作品中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的飞扬和一种现实飘逸。

废名的小说可以上溯到“古代隐逸之宗”的陶渊明，具有明显的世外桃源的追求。他的小说也都可

以当作田园小说来读，他用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为我们构造了一个乌托邦世界，将故事里的山水、

树木、村庄、田野、人物都蒙上了一层飘渺、朦胧色彩。他的这种特异风格对后来一些作家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从废名风格中有所汲取而又比较容易被人了解的是沈从文和汪曾祺。沈从文早年在《论冯文炳》

中就坦率地承认他写“乡下人”就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在何其芳的《画梦录》里也可以看到废名

的影子，汪曾祺、阿城对废名的师承同样是明显的。

隐逸文学既不是闲适文学，也不是乡土文学，尽管它们之间互有交叉。隐逸是作家对隐逸生活的追

求和隐逸方式的向往，隐逸的核心特征是隐逸者自身与周围环境的隔离，而不是规定在某些场所。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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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像废名那样吃斋念佛、长时期的隐居在乡下，也可能是像周作人那样在古老的北平隐身于他的书

房“苦雨斋”里，还有可能是像张爱玲那样隐身于某个不知名的“公寓”里，根本不与人交往交流。隐逸

的作品因而也是复杂的。它既可能是闲适的，就像周作人的小品那样；也可能是紧张的，就像《金锁记》

的氛围；隐逸的主题既可能是乡村的，比如废名的小说；也可能是都市的，比如俞平伯的散文。总之，现

代隐逸行为和隐逸文学也表现出复杂的形态和样式。

三　现代隐逸作家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由于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渊源，现代文学与佛学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许多现代作家、学者都深受佛教

思想的影响，如章太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废名、俞平伯、丰子恺等，尤其是隐逸作家或者有过隐逸经

历和隐逸倾向的人为甚，周作人、废名、俞平伯、许地山等可为代表。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整体原因是佛

教能慰藉他们的时代痛苦和人生痛苦，激励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并为他们提供道德理想和艺术借鉴［７］。

佛教不但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信念、生活方式、社会实践，而且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心态、审美追求和文学

创作。

周作人作为现代隐逸文学的开拓者，经历了“五四”、大革命、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

件。在不同的事件中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其一生不断在叛徒与隐士的双重身份中冲突沉浮。作为

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和传统士大夫的代表，周作人的叛徒定位与其受到的西方科学和人文教育不无

关系，也是儒家积极出世的道德操守的熏陶结果。其后来逐渐沉溺于隐士生活，一方面与他的安静内向

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

周作人一生颇与佛教有缘，这既是因为他命运的复杂与多舛造成了他倾向于宗教，另一方面，他的

性格也适于佛教的沉静。同时佛教也对他的性格、人生和文学带来深刻的影响。

据说周作人的出生就带有佛教的传奇性。在钱理群《周作人传》中这样描述周作人的出生，“然而，

伴随这婴儿降世的，却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

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

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于是，一个流言

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

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８］１－２

周作人在童年、少年时代也受家人和浙东乡村环境的影响接受了以生命轮回、因果报应为主体的佛

教世道轮回观念。他的母亲鲁瑞是一个相信轮回的佛教徒，再加上他出生时“老和尚”转世的传言在他

心中留下了较深的烙印。１９３４年他在《自寿诗》中首联就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的自
我描述。周作人求学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系统阅读大乘佛教的经注。１９２１年他在北京西山碧云寺
养病期间，其兄鲁迅多次为他购置佛经，这在周作人的日记中都有详载，在２０年代他不断整理佛经，披
阅律藏和禅宗语录。３０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六朝散文”时，发现六朝散文与佛教存在着一种天然的
亲切之感，于是又增设了“佛典文学”课。在其晚年写的一篇长文《我的杂学》里，总结他一生的学识时，

就提到“佛典文学”对他的影响。长期的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启发了他对人生的

思考，形成了轮回的生命观、历史观、文化观，并影响到他散文小品的风格。周作人在文化观方面也受到

佛教观念的影响，如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他把新文化运动解释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

种轮回，是“王纲解纽”的又一轮回，和“言志派”的再次得势。他说：“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就是公安派

复兴。”从周作人性格和浙东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作家的这种变化有着一定的佛教色彩的宿命性。佛

教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渗透进他的生命体验之中，对他的人生理念、心理情感以及生活方式产生了复

杂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周作人最亲近的弟子，废名一生在许多方面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废名一生与佛教文化有着很

密切的关系，他不但自己信佛，而且还撰写了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

废名这样和佛教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废名沉浸佛学很深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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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和佛教文化的渊源，首先要提到废名家乡的佛教文化传统。废名１９０１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
城，黄梅县自隋唐以降便成为佛教胜地，有四祖寺、五祖寺，有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故事在

黄梅家喻户晓，其中五祖弘忍大师本人就是当地人。弘忍大师在这里弘扬佛法，规模宏大，六祖惠能大

师在黄梅得到五祖传授衣钵。中国禅宗正是在这里通过这些大师们的付法传衣而最终走向成熟。直至

今天县城附近这些佛教圣地仍然香火不绝。废名小时候经常到五祖寺去玩，抗战时期废名有一段时间

就居住在黄梅县的五祖寺，可见废名与佛教的因缘之深。废名的文学观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废名说：

“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儿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

些好看的字面。”［９］３２３他的小说深受陶渊明桃花源的启示，笼罩了一种佛家出世的色彩。

俞平伯的出生与周作人相似，据说他出生时，祖母也是梦见一个僧人来到她们家，俞平伯的曾祖父，

晚清学者俞樾大为欢喜，将这个婴儿乳名取为“僧宝”。俞平伯四岁时，俞樾就就决定让他开卷读书，同

时送进苏州塔倪巷宝积寺做个挂名小僧人，以求菩萨保佑，长命富贵。这也是江南的民间习俗。但因此

在幼年时而往寺院游玩和观赏宗教仪式，从此与佛教结下了因缘。

１９３２年９月，俞平伯在《戒坛琐记》回忆说：“对于菩萨、天王有一种亲切兼敬畏之感，甚至于眼里梦
里都被这些偶像所缠扰，至今未已，这个童年的印象，留下一种对于寺庙的期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与
叶圣陶信谈及童年与佛时，又说：“对寺院、佛像之爱好固有此童年有关，可能也还有别的因缘。”别的因

缘是什么呢？俞平伯没有细说，可能就是一小说，二佛经。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夕，因苏州地区混乱，俞
平伯随家迁居上海，开始接触除在私塾所读外的其它闲书。其中夹杂有宗教神话的章回。他后来说：

“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但影响更多也更大

的是佛经。”

２０世纪初，俞平伯在北京就研究《红楼梦》，也讲述古典诗词，其实他也用心于佛经，用佛经说《红
楼梦》的“色”和“空”，所谓有说“昔人云《法华经》是譬喻因缘，《红楼梦》亦然也”。俞平伯因于佛学研

究有造诣，在他于燕京大学时，就在北京地区宗教界颇有知名度。他在那个时期写的诗歌散文，所用佛

家语言，随手捡来，浑然天成，足见他的佛学之深。三四十年代，俞平伯虽是大学国文系教授，但与佛教

界人士多有往来，经常参加北平居士林活动。俞平伯晚年仍对佛经颇有兴趣，在七十、八十年代十几年

间，常与叶圣陶信件往来，有时几天一封，有时一天几封，其中有几段时间，双方还就佛经和佛经若干问

题讨论，抒发自己的佛学认识理念。他们谈得很多的有禅宗和其它佛教各宗。

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和文学研究都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他兼具旧学和新学之长，所做散文颇具六

朝散文和明末小品的风格，同时也深蕴佛学的哲理。例如他的《佛典叙录》就涉及到很多佛教典籍，其

中的《独语》系列，显然都是他对佛教义理的感悟。作为著名的红学专家、新红学研究的创建者之一，俞

平伯在《红楼梦辨》中也渗透了佛教的“色”“空”观。因而俞平伯的诗文创作和文论研究具有一定的趋

向性和恒定性，在创作中广泛涉及了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等方面的佛教哲学。

佛教对作家的影响，不仅是限于生活方面的，它更关乎到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以及作

家的文学创作。那么，为什么隐逸作家更倾向于像佛教等宗教呢，可能与作家的家庭出身、性格特征、自

身经历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出身于小康家庭和书香世家的知识分子更加容易关注个人自身命运的成长，更关注于对

知识本身的兴趣，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个人主义追求，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们更容

易走上个人隐逸之路，或者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譬如周作人、废名、俞平伯等都是如此。而出生于

富商和官宦世家的读书人较多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影响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而隐逸作家更感兴趣的

是自然环境），更注重知识的经世致用性，在社会变革或者转折期，他们往往会成为革命的先驱或者成

为社会活动家，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则是茅盾、郭沫若、巴金、胡适等。因而“阶级论”就整体而言是有道

理的，任何一个人的价值追求都是建立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之上的。

就现代作家而言，辛亥革命后，西方多种文化思潮传入我国交汇撞激，打破了中国几千年自有的相

对稳定的文化传统。这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精神视野，另一方面也使许多觉醒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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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的焦虑和恐慌。读书人不能像工人、农民和商人那样更关注物质实利的需求，他们总在寻求内心信仰

的归宿感。在信仰缺失、价值真空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于选择隐逸和自我封闭。而在隐逸和自

我封闭的氛围内更容易从宗教里寻求解脱。相比较而言，儒家太积极入世，道家又太飘渺虚无，佛教则

适中得多。而且隐逸作家自身的家庭背景、性格特点和人生经历也与佛教比较有缘。用现在的话说就

是他们属于易感染人群，更加容易沉入到宗教中去。

周作人出生于没落的小康之家，这一点我们从鲁迅那里已经熟知。鲁迅、周作人虽然出身相同，但

兄弟两人性格差异很大。鲁迅因为是长子，在幼年丧父之后，按中国“长兄如父”的传统，鲁迅不得不承

担起家庭的重担，所以他性格的积极成分要高出其弟许多。而周作人性格内向，也没有鲁迅作为长子的

强烈的责任感，事实也证明周作人的懦弱和自利对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周作人固然因为倡导个人本

位而成为影响深远的理论家，但同时也导致了其后半生的悲剧。１９２６年兄弟失和，既是周作人惧内的
结果，也是他不顾家庭大局、不顾兄弟情谊的表现。他既与兄弟失和，又对妻子羽太信子苟且忍让，只好

在苦雨斋的一隅书角做隐士。可以说，周作人的隐逸是一种自嘲的无奈之举。与废名、俞平伯的性格内

向、恬淡，主动走向隐逸有着很大的不同。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家境殷实，但自幼多病。他走向佛教，固然与黄梅县的浓厚的禅佛传统有

密切关系，也与受周作人的影响有关，更与他自幼内向、不喜与人交往的性格相关联。另外，周作人、废

名、俞平伯都是以从教为职业，这种学院环境也为他们寄托禅佛、静心隐逸提供了客观条件。

参考文献：

［１］许海丽，宋益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８）：５１－５５．
［２］许海丽．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初论［Ｄ］．聊城：聊城大学，２００６．
［３］许海丽．试论古代隐逸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Ｊ］．齐鲁师范学院学报（综合），２０１２（３）：１１５－１１７．
［４］席建彬．隐逸：五四文学的一种转向［Ｊ］．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综合），２００３（２）：１０７－１０９．
［５］阿英．俞平伯小品序［Ｃ］／／无花的蔷薇———现代十六家小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６］许海丽．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体系初建［Ｊ］．语文学刊，２００９（１）：１１３－１１５．
［７］杨昌江．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原因及其价值取向［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综合），２００９（２）：１－２．
［８］钱理群．周作人传［Ｍ］．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１３．
［９］废名．中国文章［Ｃ］／／冯文炳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２３１


